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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本逼近区域协同内容、制度或技术层面理论的成熟，但这些理论因缺少相应的文

化价值驱动而难于落地实践。区域共同体的灵魂是其文化与价值观，其建构需要首先解构京津冀属地文

化壁垒，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基于“新生态”价值理念的共同体，进而真正实现京津冀“共生、共建与共

享”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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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on Beijing-Tianjin-Hebei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almost come to the maturity of theo-
retical level for regional community on contents, institution and technology. However, these theo-
ries seldom come into practice due to the shortage of related value motivation. The soul of region-
al community is its culture value. Therefore, it first requires d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barrier and building th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idea of new-ecology so as to realize the coexis-
tence, co-construction and co-sharing for Beijing-Tianjin-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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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是学界一个热门话题。知网检索显示，自 2006 年以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命

名的学术文章达 5200 余篇，其中，既有关于产业协同发展、协同发展战略、区域协同发展、协同发展路

径及高质量发展等学术文章，也有发展策略、职业教育、文化产业与人才培养等研究成果。使协同创新

研究逐步逼近区域发展体制、机制与制度等技术层面理论的成熟。然而，区域共同体理论因缺少相应的

文化价值驱动而难于冲破京津冀三地地域文化壁垒让理论落地实际，导致其协同发展进展缓慢。如三地

科技创新落差过大、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创新主体互动不密切、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紧密等问题(田学

斌和柳天恩，2020) [1]；京津冀区域内还缺乏创新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致使功能定位、发展规划不明确，

进而也导致完善的政策体系缺失，制度环境存在缺陷，不利于长久稳定的协同发展(韩英，2021) [2]。此

外，杨秀瑞和栗继祖(2020)实证研究也表明，“顶层设计缺乏、利益共享机制缺失、区域封锁、行政壁垒

和管理思维滞后是阻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因子。”[3]。鉴于共同体的灵魂是其文化与价值观，

京津冀协同发展就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形态来统领并解决三地传统地域文化障碍。“新生态”价

值理念恰恰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对生态文明的展望中孕育而生，且具备理论与实践基础引领工业文明

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同样也适用于区域共同体。因此，本文在讨论京津冀文化协同基础上探讨创新共同

体文化价值的建构。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困境  

2.1. 文化障碍 

京津冀三地文化同根同源，同属于古老的燕赵文化。但经过长期发展三地逐步形成了各自特色文化

及其相应的自身文化认同感和优越感，如北京的京味文化，天津的津门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成为三

地文化认同的潜在障碍。三地隶属不同行政区域，有各自的管理体系，加上利益关系就成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直接壁垒。文化差异、利益关系以及“条块分割”式行政管理模式使得京津冀融合发展动力和机

制不足，协同创新步履艰难。关于京津冀文化协同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但大多从体制、机制与

政策等角度讨论文化产业协同问题，鲜有讨论文化协同理念与价值观问题。因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壁垒从

根本上说还是协同理念与价值取向问题，必须明确指导理念和协同原则。要打破传统发展思维，站在统

领三地文化发展的战略视角，把三地文化发展放在全盘大局里进行统筹[4]。因此，京津冀文化协同尚需

要一个为三地认同且能够统领三地文化的价值理念，该理念还需要回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的初始

原因去寻找。 

2.2. 发展困境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在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508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万县 
 

 

DOI: 10.12677/sd.2021.115083 690 可持续发展 
 

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等突出问题情况下提出的一条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无论打造新型首都经

济圈、疏解北京大城市病，还是优化城市群布局、区域资源配置与产业布局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等都

朝向一个目标，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再现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趋势。

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非个案，而是全国甚至世界许多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根本原因

在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选择了发达国家共同走过的“科技兴国”与“市场经济制度”之路。道路本身

没有问题，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显著，全国人民不仅走出了温饱阶段，而且摘掉了“贫困帽”走上(或
奔向)小康生活。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我国在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之时，也承受了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代

价。因为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却忽略了其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悄悄渗透，个人

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等价值取向严重冲击了我国本土文化及社会主义制度，使

我国本来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传统生态文化荡然无存，原有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等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也逐渐为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等所遮蔽，以至于发达国家曾经历的精神与生态

危机又在我国重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是在这种危机背景下提出来的，期望通过区域共同体的建立

走出现代工业文明困境，推动三地协同发展。上述反思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是如何纠正现代工业文明的

消极意识形态，二是如何以现代语境复兴我国传统生态文化。 

2.3. 出路探讨 

无论京津冀属地文化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科学与物质文化都是因时代和社会变迁需要而形成的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阶段性文化，都是中华文化自组织、自完善过程的插曲。鉴于这种阶段性文化因特定

需求而生成，那么同样也会因特定需要而重构。如果说京津冀属地文化是我国都市建构与城市布局的产

物，科学与物质文化源于民族危亡与经济发展之需求。那么在当代人类生存危机面前，这些文化的重构

就顺理成章且不可避免。尤其当人们深刻体验到这些价值理念所带来的恶果之后，如北京的大城市病、

天津与河北的发展困境以及三地共同遭受的雾霾侵袭等都成为文化重构的契机。生活环境的改善以及

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京津冀人民当前的迫切愿望。这也是为什么“生态”一词被写进国家战略，并成

为社会各领域的追求目标。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已是时代趋势，建构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创

新文化不仅可以协同京津冀自身文化，也能够消除物质文化造就的生态危机并形成现代语境的中国生态

文化。 

3. 新生态文化价值 

3.1. 理论背景 

尽管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与时代发展趋势，但无论在价值层面、社会层面还是科技层面却

都陷入新的理论困扰：在价值层面如何进行生态中心与人类中心的取舍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社会层面如何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之间的关系，在改善生态环境前提下维系人们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科技层面如何确保科学与技术各自相对独立性及其功能的发挥，从而摆脱科学研

究中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束缚，使真理的发现与技术的创新同步前进。显然，这些理论的困扰直接影

响到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传统的生态理论又无法回答上述问题。故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众多领域都

涌现出一个众望所归的名词：“新生态”。然而，究竟什么是新生态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概念。胡庚申

(2019)认为，“新生态”(Neo-Ecologism)可以说就是在原有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前再加一个

“新”(Neo-)字，以示与西方生态主义的区别和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创。简单说就是融会贯通西方生态主义

与东方生态智慧[5]。(西方)生态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提出在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彻

底变革：人类应树立“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如同大卫·格里芬(1998)所言“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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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联系着的，所有单位和个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6]；在价值观上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如拉兹洛

认为：“所有系统都有价值和内在价值。它们都是自然界强烈追求秩序和调节的表现，是自然界目标定

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7]；认识论上反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大卫进一步指出，“后现

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因此，科学与一种内在

的道德观密不可分，而真理和美德由于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6]。在方法论上反对“还

原论”，提倡“整体主义方法论”，“生态学并不排斥分析。它包容和运用了所有现代严格的分析技巧，

但它既不停留在分析上，也不推崇客观、冷漠的分析价值观。它以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包含和超越了分析，

而这种总整体论的方法对于其概念的任务来说至关重要。”[6]。可见，生态主义者基本克服了人类中心

主义的缺陷，构建了一个较为完美的生态理论框架，然而，正是这种完美或理想化遭到众多质疑。一方

面是实践性差，作为自然的托管者和代言人，人类不可能为了生态环境的优化而放弃或降低自己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作为生态文明，生态主义尚缺少一种“生成论”的思想基础。 
中华文化尽管有儒释道等不同门派，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均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与理想追求，

这里的“天”指“宇宙”或大自然。因此，相对于西方“还原论”或“构成论”而言，中华文化是一种

典型的“生成整体论”文化。其“整体性”表现在它视人与自然为一体，两者共生、共荣与共赢；其“生

成性”表现在其“宇宙诞生万物”思想。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

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 42 章)。而且这种生成遵循特定的逻辑与规则：“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 25 章)；儒家经典《周易》更以生动的语言揭示了人、社会与自然的

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

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

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

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可见，在基于西方“构成论”与“还原论”文化的现代文明困境与生态

危机时代，中华文化自然便成为建构新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 

3.2. 实践背景 

事实上，中华文化不仅为新生态文明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

在创造性的践行着新的生态文明实践。习近平主席的“两山理论”已经对“新生态”给出了实践解读和

理论启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个实践目标，即走一条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发展经济之路，而且也勾画出“新生态”的基本理论内容，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进与共赢。不

仅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首先传承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情怀，如

同习近平主席世园会开幕式讲话所说：“锦绣中华大地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孕育了中华

民族 5000 多年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其次，生命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核心——“天道”理念：“天道”被预设为在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实在且按着自己的

法则运行，“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因此，天道被视为创生万物的终极

本体和支配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形上规律，“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生态系统

是自然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人与自然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人类要尊重自然，对自然

怀有敬畏之心和感恩之心；顺应自然，要求人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因为人道服从天道，违背自然，“对

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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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生态文化价值 

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表明，基于中国语境的“新生态”应该是“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天人合一理

想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赢与共荣的生态文明形态”。该定义包含了如下文化价值： 
1) 在理念层面明确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且具

有自主创生力，不仅创造了各种生物物种以及整个生态系统，也创造了适宜生命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它

不仅孕育了人类，也为人类发展提供赖以生存所必需的资料。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

人与自然命运相连，人随自然的存在而存在，随自然的消亡而消亡，人与自然生死与共。中国传统哲学

视人与自然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高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人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宇宙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地球或人类则是其中一个小生态系统，

两者本质上是相通的。小系统服从大系统，人道服从天道。人类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人与自

然和谐。新生态理念也为创新活动提供了战略性思想指导。与工业文明时代局限于当前利益的创新不同，

它是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发展与延续为前提的创新，是立足于现实需求并着眼于全局性、长远性生

态发展战略的创新，否则就会导致因当前绳头小利而损失整体生态效益的恶果，美国“昔日建坝今日拆

坝”水利工程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 
2) 在价值层面不仅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同时也强调了人的价值及其对自然的责任，而且明确了

“天人合一”这一终极价值关怀。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那么，人与自然交往的最高层次和最佳

状态便是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性与天道和谐一致。丁原明(2002)对道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认为，

这种人与“道”相冥合的“天人合一”的思考方式再现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形上沉思，昭明人只有在与

天地自然一体的体认中才能超越现实烦恼，从而无牵挂地将人的本真生命置于宇宙之流[8]。事实上，“天

人合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也是世界众多著名科学家的共同梦想。爱因斯坦把自己和其它科

学家如开普勒、牛顿等对“道”这种宇宙本质的心理态度称为“宇宙宗教感情”，而之所以使用“宗教”

一词，正如他自己所说，“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9]；科学家、

科学史家李约瑟称“道学”为“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卡普拉

认为，道家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不仅对于解释量子力学理论所观察到的物理世界具有启发性，

而且也是一种最深刻而完善的生存智慧。汤川秀树甚至在 1964 年提出了“物理学之道”的概念[8]。 
3) 在理论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的观点，终结了长久以来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

之争。纠正了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片面相信自己的能力，迷信科技可以解决一切

问题等现代化思潮，明确了“人类在自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的系统思维方式，为纠正科技异化、树

立新生态科技创新理念与规范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认识论范式。作为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的目

标，即生态共同体的和谐与延续。因此，在共同目标导向下人就可以明确自己角色与行为边界，从而通

过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在方法论上新生态理念反思了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及

其方法，只重视工具的合理性而忽视对最高价值的追求，也反思了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义时所走向

的另一个极端：否定科学理性、永恒真理和终极价值，引发“一切皆为游戏”和“当下就是一切”等游

戏人生的社会思潮[10]。因此，新生态理念不仅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荣这一根本目的以及以此为依据的

手段选择，跨越了现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同时也纠正了生态主义的理想化弊端和后现代主义极端

化思潮对当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生态化认识论范式和方法论

依据。 
4) 在实践层面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赢与共荣的关系，解决了社会领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矛盾。习近平主席讲得很明白：“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

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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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共同生存与宇宙生态系统中，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与紧密互利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就为社会生产与生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即以“生

态兴盛”为纲领安排社会与生产活动，即坚持“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科学治

理精神，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让绿

水青山“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新生态关于人与自然这种和谐与协同关

系也为现代科技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诸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目的与手段、真理与功利、伦理与逻

辑等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即在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任何矛盾的对立都是相对的，统一是必然的。如

果在特殊情境下必须做出选择，那么价值、目的、真理与伦理总是第一位的。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底线伦

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5) 在区域文化层面提供了一个文化认同的价值框架。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理念，

同样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文化认同的价值指导。京津冀各自特色文化之间的差异将伴随京津冀协同

发展国家战略的落实而缩小，尤其伴随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时代变迁，京津冀三地原有的利益格局和

文化壁垒会自然瓦解，新生态文化价值将成为京津冀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取向，同时会伴随思维方式、行

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一旦命运共同体成为京津冀人民的共同理念，其角色站位就会由“自我中心”

向“共同体中心”转变。思维方式会由个体思维向整体思维转变，行为方式会由自我利益取向向共同体

利益取向转变，生活方式也会由各自城市标签化向统一生态标签化转变。科技创新也将打破现有属地建

制，通过共同体各种学会、协会与联合会等形式实现纵向贯通与横向联合。尤其伴随新生态创新理念的

确立，现有各种科技异化现象会逐步消失，从而真正实现京津冀互利合作、共赢共享的协同发展局面。 
可见，新生态作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形态，不仅为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信仰危机、价值空虚以及技

术工具理性的畸形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文化路径，也为解决当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价

值指导。作为生态文明典范的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必然要建立在新生态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生命共同体理

念奠定了京津冀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为消除三地文化壁垒扫清了障碍。天人合一理想追求为走出现代

社会的信仰危机与价值真空提供了价值准则和终极关怀。共生、共赢与共荣为创新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指明了指导思想和价值规范。总之，基于新生态文化价值的京津冀共同体必然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

进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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